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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二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

选择党的兴起给德国政治生态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德国选择党大获成功是

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危机这

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德国的物质资本所

有者和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充裕要素受益,低技能劳动力作为稀缺要素受损。

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后,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从业者要求维持欧元区、

鼓励移民融入,而低技能工人反对救援债务国、抗议接收难民。后者在德国

既有的政党体系中陷入了没有代言人的困境:传统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为

了吸引中间选民牺牲了低技能工人的利益,传统右翼政党更是缺乏对劳工

的阶级代表性,导致德国主流政党中缺少对这些全球化受损者呼声的回应。

德国选择党虽然是极右翼政党,但由于其反欧元、反移民、反难民等反全球

化的口号得到了低技能工人的支持,从而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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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里的一项共识是:在西方社会中,工人阶级倾向于支持左翼政

党,而中产阶级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① 然而这一共识在这次席卷北

美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运动中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民支持左翼

政党,大量的工人则成为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在美国,以劳工为基石的民主

党候选人频频为华尔街精英和富商说话,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则打着复兴传统制造业的旗号,赢得了受去工业化冲击最大的蓝领

工人的支持;在法国,曾经是共产党或社会党选民的工人阶级,积极地投票

给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丽娜·勒庞 (MarineLePen);在德国,

新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fürDeutschland,AfD)吸引了大

量来自传统左翼选民的选票。

德国选择党是2013年2月在柏林注册成立的政党。在几个月后举行的

联邦议会选举中,这个成立仅仅半年的政党,在没有完整的竞选纲领的情况

下就获得了4.7%的支持率,和拥有50多年历史的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Partei,FDP)的支持率相近。仅仅是因为德国的选举制度设

置了5%的最低入席门槛,这个稚嫩但势头强劲的政党才被拦在了联邦议会

的大门之外。在2017年9月24日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出人意料

地获得了12.6%的支持率,作为第三大党和第一大在野党进入议会,这是二

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在萨克森州,选择党成为最受

欢迎的政党,支持率更是超过联盟党和社民党。与之前德国极右翼政党的

不同之处在于,选择党的支持者多为低技能工人、失业者和退休老人。简而

言之,在政治光谱上明显处在极右翼的选择党成功吸引了大量来自传统意

义上左翼政党选民手中的选票,成为此次选举中最大的赢家。

由于德国选择党成立仅6年多,学界对其的专门研究还比较有限。爱尔

海默(KaiArzheimer)、贝尔布伊尔(NicoleBerbuir)、鲁赫特(DieterRucht)

等人从外部冲击———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危机感角

度解释了选择党受欢迎的原因,鲁赫特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经济上被剥夺

① SeymourMartinLipsetandSteinRokkan,eds.,PartySystemsand Voter
Alignments:Cross-NationalPerspectives(NewYork:FreePress,1967),p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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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政治上被边缘化”“文化上迷失感”这三大原因。① 玛丽安娜·杜达索娃

(MariannaDudasova)认为,选择党的成功不仅仅是出于需求侧,即国内社会

经济问题;更是出于供给侧,即德国选择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政治主

张,帮助其扩大了对选民的吸引力。② 西蒙·弗朗兹曼(SimonFranzmann)

观察了早期德国选择党的成长和主张,他将选择党的主张区分为“宣传策

略”和“竞选战略”:前者指选择党及其领导人在主流媒体和公开讲话中利用

民粹主义言论博取关注;后者则指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各州选举和欧盟议会

选举的成文竞选主张中采取更“温和的”“主流的”政策,以获取更多选票。③

自选择党诞生以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就对这一快速扩张的极右翼政

党予以关注,每年度的《德国发展报告》都介绍了选择党的发展状况,并持续

追踪了其在各联邦州议会的参选表现。④ 黄萌萌借助“政治环境”的分类和

2006—2017年德国政治环境中9种类型选民比例的变化情况来解释选择党

崛起、全民政党式微、政党格局碎片化的趋势。⑤ 龙萌瑶则研究了两德统一

以来东德地区的社会变迁对选民政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失、老龄化、

高失业率等经济因素造成的被剥夺感导致了左翼党选民流失、选择党支持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KaiArzheimer,“TheAfD:FinallyaSuccessfulRight-WingPopulist
EuroscepticPartyforGermany?”WestEuropeanPolitics,Vol.38,No.3,2015,pp.535-
556;Nicole Berbuir, MarcelLewandowsky and Jasmin Siri, “The AfD andIts
Sympathisers:FinallyaRight-WingPopulistMovementinGermany?”GermanPolitics,

Vol.24,No.2,2015,pp.154-178;DieterRucht,“MobilizationAgainstRefugeesand
AsylumSeekersinGermany:ASocialMovementPerspective,”inSieglindeRosenberger
etal.eds.,ProtestMovementsin Asylum and Deportation (Switzerland:Springer,

2018),pp.225-245.
Marianna Dudšov, “Alternative for Germany—More than a Fleeting

Phenomenon,”SocietyandEconomy,Vol.39,No.3,2017,pp.429-449.
SimonFranzmann,“CallingtheGhostofPopulism:TheAfDsStrategicand

TacticalAgendasuntiltheEPElection2014,”GermanPolitics,Vol.25,N0.4,2016,

pp.457-479.
郑春荣主编:《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4、2015、2016、2017)》,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萌萌:《“政治环境”视角下德国政党格局的新变化》,《欧洲研究》2018年第6

期,第131—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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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上升。①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社会底层人民出于经济利益受

损或基督教传统文化受侵蚀而产生的恐惧和反抗情绪,或者是选择党卓有

成效的宣传和选举策略,但并没有系统性地解释全球化如何导致德国底层

人民利益受损的传导机制,也没有深入说明在传统政治光谱中倾向于支持

左翼政党的中下层劳工现在反而支持极右翼政党这一反常识的现象。

鉴于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将考察全球化如何影响德国国内不同

集团的成本—收益分配,尤其是如何引起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技能工人在政

治上的不满和反对,进而促使德国选择党崛起。本文认为,德国选择党大获

成功是由全球化冲击下德国国内受损者的不满和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回应性

危机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分化: 对罗戈夫斯基模型的修正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lin)模型,一个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

时,出口的是使用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而进口的是使用本

国相 对 缺 乏 的 生 产 要 素 生 产 的 商 品。斯 托 尔 帕—萨 缪 尔 森(Stolper-

Samuelson)定理则进一步指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以及生产商会因为贸易

保护而受损(或因贸易自由化而受益),相反,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及广泛使用

稀缺要素的厂商会因为贸易保护而获益(或因贸易自由化而受损)。基于斯

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Rogowski)在《商业

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中阐述了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要素所

有者之间的分配的影响:国际贸易的扩张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受

益,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损;国际贸易的收缩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

者受损,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作为一名政治学家,罗戈夫斯基也提出

了关于国内政治过程的假设: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会寻求扩展自己在政治生活

中的权力,而国际贸易的受损者则会要求捍卫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② 在

①

②

龙萌瑶:《民粹主义政党对左翼政党的冲击———以选择党、左翼党在东德地区的

选举表现为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第149—156页。

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 TradeAffectsDomestic
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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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础上,罗戈夫斯基着眼于传统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按

照发达/落后经济体(考虑资本要素充裕程度)和土地/劳动比(对比土地要

素和劳动力要素充裕程度),提出了2×2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罗戈夫斯基模型

  资 料 来 源: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p.8.

但是,由于《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的成书时间较

早,罗戈夫斯基在书中主要讨论的是184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贸易与国内分化的情况。而自20世纪

70—80年代以后,传统三要素模型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今世界经济对国内政

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罗戈夫斯基在书中已发现其三要素模型无法解

释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级冲突,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推测,即随着农

业在发达经济体逐渐式微,一个新的三要素模型———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

质资本,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① 不过,罗戈夫斯基认为这仍然只是推

测。实际上,作为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英国率先培育了新的要素

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即人力资本。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

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劳动分工的不断深

① 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 TradeAffectsDomestic
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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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人力资本要素在发达国家已经从劳动力要

素中分离出来。经济学家在经验研究中已发现,三要素模型并不能完全解

释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比如弗兰克·科弗斯

(FrankCorvers)和安德列斯·格力浦(AndriesdeGrip)就将高级熟练工人

和普通劳动工人区分开来,解释了高等熟练劳动力和技术知识两种人力资

本要素对要素同质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间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①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指的是对生产者进行普通教育、职业培训

等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人力资本的概念

将具有高人力资本特征值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依靠简单劳动获取工资的低技

能劳动力区分开来。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对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当今知识经济更注重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因此高技能劳动力越

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成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比较优

势的重要来源。当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就会更多地发展需要

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精密仪器等,该国的高端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就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而当一个国家的高技

能劳动力缺乏而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时,它就会更多地发展如建筑业、纺织业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该国的低端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就处于比较优势地位。

出于劳动产出和工资报酬的考虑,高技能劳动力虽然可以从事低技术

工种,但他们通常不会选择技术含量低的职业;低技能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

平的限制,也无法跨越技术和知识障碍去从事高技术工种。因此,两种劳动

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加以区别。本文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划

分为两个不同的要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

力不可能同时充裕或同时短缺,因此本文用高技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

衡量一个国家在这两个要素上的禀赋。也就是说,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表

明高技能劳动力充裕、低技能劳动力稀缺;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低,则表明

高技能劳动力稀缺、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据此,我们对罗戈夫斯基模型进行

① FrankCorversand Andriesde Grip,“Explaining TradeinIndustrialized
Countriesby Country-specific Human CapitalEndowments,”Economic Modelling,

Vol.14,No.3,1997,pp.39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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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修正,如图2所示。

图2 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

这样,我们就把罗戈夫斯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修正为新

的三要素模型,即物质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三要素模

型。本文将在这个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基础上来分析经济全球化对德

国国内社会分化的影响。

二、 德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素禀赋

德国一直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欧盟

的第五次扩大,德国的进出口总量在21世纪前10年中迅速增长(见图3)。

尽管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一些地区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德国经

济总体上一直高度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

在德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以2017年的数据核算,第一产业产值仅占全年

总产值的0.7%,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到劳动力市场总人数的2%①,

①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2017年全年德国农业部门的GVA(GrossValue
Added,增加值总额)为207亿欧元,三大产业GVA总额为29112.82亿欧元。



8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图3 1970—2017年德国进出口商品及服务总额

  数据 来 源:作 者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进 出 口 商 品 与 服 务 数 据 计 算 得 出,参 见 https://data.

worldbank.org.

因此在分析当前德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时,继续将土地作为生产要

素并不合时宜。本文按照德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

即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这一新的三要素模型。

关于一国物质资本的充裕程度,查尔斯·索耶(CharlesSawyer)、理查

德·斯普林克 (RichardL.Sprinkle)和多米尼克·萨尔瓦多(Dominick

Salvatore)都采用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即人均资本量来考察①,徐康宁、王剑则

用人均GDP来衡量②。本文采用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形成额这两个指标

来衡量德国资本的充裕程度。2017年德国人均GDP达到44470美元,在其

主要贸易伙伴中排第7位(见图4);人均资本形成额为8074美元,在其主要

贸易伙伴中排第10位(见图5)。由于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欧盟28国,所

以其人均GDP和资本形成额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并

①

②

W·查尔斯·索耶、理查德·L·斯普林克:《国际经济学》,刘春生等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第8版),
朱宝宪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徐康宁、王剑:《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6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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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均GDP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图5 2017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均资本形成额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口数量计算得出。

无突出之处;但在全球范围来看,德国的这两项指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4倍,德国在国际贸易中仍属于资本充裕的发达国家。

被称为“人力资本之父”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



10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3期)

Schultz)认为,接受教育是获得人力资本的最基本投资手段。① 因此本文采

用劳动力人口中(25岁以上)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

来衡量 高 技 能 劳 动 力 的 相 对 充 裕 程 度。根 据 OECD(Organizationfor

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

2014年德国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4.7%,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

的人口占比分别为10.8%和1.3%,高于OECD和世界平均水平,在其主要

贸易伙伴中也位列前茅(见图6)。此外,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也帮助德国培

养了大批优秀的高技术制造业工人:德国的职业教育分为职业学校培养体

系和企业—学校共同培养的学徒制度,其中65%的高中毕业生接受了学徒

制教育,全德15岁以上人口中超过一半拥有职业教育文凭。② 这些接受了

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在就业市场和工作岗位上展现出了与岗位需求相匹配的

  

图6 2015年德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人口中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人口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及OECD数据库。其中未标注年份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统计年份为

2015年;韩国、俄罗斯和中国数据仅更新至2010年;波兰、西班牙、日本、意大利和土耳其五国数据来

自OECD统计,统计年份为2014年。

①

②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年,第9页。
周红利、张万兴:《人力资本理论视域的德国现代学徒制研究》,《高教探索》2014

年第4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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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与未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相比更能满足现代化制造业的

生产需要,由此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这些高技能劳动力

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在工资收入、社会地位上与从事经营管理工作

的人才并无实质性差异,实际上成为德国庞大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于要素划分的相对性,一个劳动力无法同时被定义为高技能劳动力

和低技能劳动力。与德国充裕的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作为生产要素的低技

能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则相对稀缺。一方面,德国老龄化严重,劳动人口较

少;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汇率等因素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和东欧

国家相比,德国的劳动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德国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

稀缺导致了低技能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

综上,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德国在要素禀赋上属于物质资本和高技

能劳动力充裕、低技能劳动力稀缺的国家。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见表1),德国主要出口产品为汽车、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化学产

品,主要进口产品则是能源、金属等原材料以及家具、服装、食品等劳动密集

型产品,这与德国的生产要素充裕程度相匹配。

表1 2017年德国不同类别商品进出口统计 单位:万欧元

商品 出口 进口

农产品及狩猎 9733 31251

林业产品 432 761

渔业产品 285 774

煤炭及褐煤 124 5201

原油及天然气 6249 56169

金属矿 126 7030

其他矿产品和采石 1392 1471

加工食品 54171 46551

饮料 5642 5878

烟草制品 3543 1195

纺织品 11690 10968

服装 18347 32803

皮革及相关产品 8925 1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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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商品 出口 进口

木材和软木制品(除了家具),草、编材料制品 7154 6456

纸和纸类产品 19626 15045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 12462 20342

化学和化学产品 114907 79071

基础药物和药品制剂 75999 53969

橡胶和塑料制品 45992 30673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15482 11066

基本金属 54236 58910

金属制品(除机器设备) 43626 29327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111045 113210

电子设备 83306 60516

机器设备 184471 81256

机动车、拖车和半拖车 234787 115258

其他交通产品 58113 32698

家具 10023 123388

能源 2838 1032

其他产品 84208 98940

总计 1278935 1034491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https://www.destatis.de.

三、 经济全球化与德国国内要素所有者的分化

二战后,德国通过大规模出口高端工业制成品而快速从战争的损伤中

恢复过来,并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战后几十年时间里,德国的出口额

位居世界前列,并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2016年德国商品及服务出

口额占其GDP比重达到46.2%。“德国制造”有着享誉全球的良好声誉,以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电子设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出

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半数以上,这些领域的德国企业以其产品的无可替代

性占据了国际贸易的优势地位,成为国际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供应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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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充裕的物质资本,更来源于德国社会中广泛存在

的高技能劳动力。除了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出的科技创新和管理人才之

外,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育出了大量适合从事高科技产品和精密仪器

制造的工程师。这些从事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不仅能获取丰厚的劳动报

酬,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道成为国际贸易

的受益者。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不仅为德国的出口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市

场,还进一步降低了德国制造业的成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制造

业不断通过产业转移和离境贸易的形式,将产业链中劳动成本高、产业附加

值低的初级工业制成品制造和产品组装转移到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

欧国家。近十余年来,尽管在国际收支平衡账面上,德国对匈牙利、捷克、波

兰、罗马尼亚等国表现为贸易逆差,但是上述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提

升了德国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①同时欧元的流动抹平了德国与欧元区

内东欧、南欧国家间的汇率差异,使欧元区其他国家失去了通过本币贬值来

刺激出口的汇率工具,而本身就具有良好口碑的德国制造业在欧元区内贸

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不同于英国和美国金融行业以市场为导向、吸纳成千上万中小型投资

者共同参与的模式,德国金融业的主要参与者是德国境内规模不一的银行。

在欧元区诞生之前,德国的银行专注于服务国内工业企业,较少参与全球金

融市场的操作;而欧元区诞生之后,统一货币使得金融资本在欧元区内部可

以完全自由流动,消除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同时欧元区内部的融资

成本趋同,原来需要以比德国高3~4倍利率才能从资本市场融通到资金的

南欧国家现在可以搭上德国良好信誉的便车以极低的成本融资,希腊、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家开始无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设定的3%赤字率和60%
债务率的红线,大量发行国债向市场借贷。由于通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积

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德国在金融账户上必须大量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向

① AnkeHassel,“TheParadoxofLiberalization— UnderstandingDualismandthe
RecoveryoftheGermanPoliticalEconomy,”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

Vol.52,No.1,2014,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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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进行投资才能保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因此,拥有充足资产的德国银行业

开始大量购进欧元区国家的中长期国债,自此,南欧国家获得了大量的资本,

而德国银行业也得以输出过剩的金融资产、获得投资机会。自2007年泛欧实

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TARGET2)启动以来,德国资本大量流入南欧国家。根

据IMF(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止到

2011年8月,德 国 在 TARGET2中 的 盈 余 扩 大 到 3900 亿 欧 元,成 为

TARGET体系中最大的债权国,而债务国在其中的赤字则高达4040亿欧元。①

根据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国际贸易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在物质资

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不平等的分配。一方面,德国物质资

本和高技能劳动力要素所有者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

中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和收入;另一方面,德国的低技能工人,尤其是那些处

于进口竞争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在国际贸

易和全球分工中利益受损。

21世纪初,欧元正式流通、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德

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消费品大量进入欧盟市

场,对德国低端制造业形成了冲击。杜塞尔多夫竞争经济学研究所对

1990—2010年德国与东欧和中国的开放贸易进行回归检验发现,进口竞争

的增加导致了德国工人预期雇用时间和收入的减少,同时自由贸易的福利

效果在国内部门分布不均:竞争力强的高技术行业和高技能工人在贸易中

受益,生产水平较低的行业和低技能工人则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② 由于低

技能工人的工作技能往往固定于某一特定行业或特定企业,其作为劳动力

的流动性远低于高技能工人。一旦贸易开放导致低技能工人所在的公司破

产或部门萎缩,他们很难再找到一份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因此低技能工

人是全球化进程中德国国内首当其冲的受损者。

①

②

Hans-Werner Sinn and Timo Wollmershaeuser, “Target Loans,Current
AccountBalancesandCapitalFlows:theECBsRescueFacility,”InternationalTaxand
PublicFinance,Vol.19,No.4,2012,p.472.

WolfgangDauth,Sebastian FindeisenandJensSuedekum,“Adjustingto
Globalization-Evidence from Worker-Establishment Matches in Germany,” DICE
DiscussionPaper,No.205,pp.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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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贸易领域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成品的冲击,德国国内低端

制造业逐渐萎缩。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东扩和内部市场中生产要素的自由

流通,为了追逐更低的生产成本,德国的一些企业纷纷将初级产品加工或轻

工业工厂转移到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德国与东欧十国的贸

易往来占德国GDP比重从1994年的2%上升到2006年的7%以上,而从德

国设立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子公司的进口额分别占从两国进口总额的

65%和40%。① 产业转移使得国内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

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德国产生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东

西德的隔离使得西德无法从东德引进劳工,西德政府大量引进了来自南欧和

中东北非的“客籍劳工”。② 这些外籍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61年

的1.7%迅速提升到了1973年的11.9%,人数达到260万。③ 在之后的半

个多世纪中,这些“客籍劳工”及其通过团聚法进入德国的亲属乃至他们的

后代(即二代、三代移民)数量不断增长,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土耳其的劳动

移民,人数达到150万。由于本身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相关就业技能,这些劳

动移民在德国国内大多数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条件较差的制造业和低端

服务业,并且更能接受低薪酬,因此与德国国内的中低技能工人形成了就业

竞争,造成德国国内中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提升。根据德国联邦就业服务

局(FEA)的统计,2017年8月德国共有116万中低技能劳动者处于失业状

态,占总失业人口的55%;与此同时,德国劳动力市场中需要中低技能工人

的岗位仅占总岗位的23%。④

低技能工人和高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差异在德国经济地理上反映为,制

①

②

③

④

DaliaMarin,“GermanysSuperCompetitiveness:AHelpingHandfromEastern
Europe,”VoxEU.org,June20,2010,https://voxeu.org/article/germany-s-super-
competitiveness,访问时间:2019年4月30日。

德国分别与意大利(1955年)、西班牙(1960年)、希腊(1960年)、土耳其(1961
年)、摩洛哥(1963年)、葡萄牙(1964年)、突尼斯(1965年)和南斯拉夫(1968年)签订协

定,招募“客籍劳工”以补充国内劳动力。
李欣:《二战后德国移民潮流》,《德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31页。

DieterBraeuningerand MarcSchattenberg,“GermanLabourMarketPolicy,

MuchRemainstobeDone!”DeutscheBankResearch,2017(Frankfurt:DeutscheBank
AG,2017),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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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更为先进的西德平均失业率远低于东德。由于经济基础差、基础设施

和教育水平相对落后,东德在两德统一后的30年时间内一直未实现经济赶

超,时至今日,其经济体系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仍高于西德,劳动

人口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则远低于西德。① 此外,由于地理原因,东德在

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要素上与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相比并不具备比较

优势,因此更易受到欧盟东扩带来的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② 同时,由于受

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钢铁进口的冲击,德国传统煤钢生产区鲁尔区近几

十年来也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中长期失业人口比重较高(见图7)。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也导致了德国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工人

的工资差距逐渐拉大。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事原油开采、汽

车制造、医疗化工、电子产品和机械制造等高端制造业的工人平均工资为低

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人的2~3倍(见表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

下层民众生活贫困化趋势加剧,虽然目前德国的失业率仅有3.5%,为近几

十年来最低水平,但事实上这是对就业市场进行改革的结果:与其他国家的

企业进行裁员以应对金融危机不同,德国企业更偏好于让员工减少劳动时

间和“额外休假”,事实上减少了劳动者的工资。③ 默克尔政府为了鼓励妇女

和失业者参加劳动,设置了大量“临时就业”的岗位,这些岗位多数是家政劳

动、餐饮服务等低收入的工作,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20小时,这与接受失业

补助获得的救助金没有显著的差异。此外,2015年之前德国一直没有实行

最低工资法,导致从事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的工资缺乏基本保障。

简而言之,作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德国的制造业、金融业和高技能工

人通过大量出口商品和跨国投资,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大大获益;作为

稀缺要素所有者,低技能工人在开放贸易中不断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

①

②

③

KarlBrenke,“Eastern GermanyStillPlaying Economic Catch-up,”DIW
EconomicBulletin,Vol.4,No.11,2014,p.16.

RichardR Ochmann,“TheFirstEU EasternEnlargement,Impactsonthe
GermanEconomyandPublicPerceptions,”InstituteforWorldEconomics,Hungarian
AcademyofSciences,WorkingPaper,No.158,2005,p.23.

AnkeHassel,“TheParadoxofLiberalization— UnderstandingDualismandthe
RecoveryoftheGermanPoliticalEconomy,”BritishJournalofIndustrialRelations,

Vol.52,No.1,2014,pp.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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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7年德国各市未受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居民失业率

  资料来源:联邦就业服务局(FederalEmploymentAgency)网站,https://statistik.arbeitsagentur.

de/Navigation/Statistik/Statistische-Analysen/Analyse-in-Grafiken/Arbeitsmarkt-nach-Regionen/

Arbeitsmarkt-nach-Regionen-Na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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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6年德国制造业不同部门工人平均年收入情况 单位:欧元

部门 收入

原油和天然气开采 82900

烟草制品加工 63019

其他交通设备制造 62638

基础药物和药剂制造 60216

化学和化工产品制造 58464

煤炭和褐煤开采 55062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 53468

机器和设备制造 52242

电子设备制造 50167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制造 48983

机器设备的修理及安装 48905

饮料加工 42904

纸和纸制品加工 41394

其他制造业 40638

金属制品制造(如机器) 39389

其他采矿和采石业 38690

家具制造 36497

皮革及相关产品加工 34774

服装加工 34656

印刷业 34503

纺织品加工 34200

木材、木制品及软木塞加工 33438

食品加工 29347

金属矿开采 /

采矿支持服务活动 /

  数据来源: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得出。各行业平均年收入=各行业总工资开支/
雇用人数。

是东欧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越来越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足够的收

入,成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受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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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债务与难民危机中德国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偏好

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是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多边政治发展的关键节

点。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在成员国紧急救援、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以及欧洲

稳定机制等救援机制中频繁出资,成为救援机制中最大的出资国,并与法国

一道促成了财政契约的达成。是否应该对欧债国家进行救援这一问题引起

了德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分歧,大量德国民众表示拒绝为其他国家的错误买

单,并对默克尔政府的援助政策提出抗议。难民危机爆发后,默克尔提出了

“我们能做到”(Wirschaffendas)的口号,使得大量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涌

入德国境内,带来了福利、治安、社会融入甚至是宗教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

一方面,难民加重了德国的财政负担,分流了德国底层人民的社会福利;另

一方面,一些伪装成难民的“圣战分子”给德国国内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导致了大量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都引起了

德国国内的政治分化与政策争论。

作为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受益者,德国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和高

技能工人积极鼓励默克尔政府对债务国进行援助,维持欧元区完整和欧元

汇率稳定。一旦欧元区崩溃,欧元区其他国家恢复各自的主权货币后,为了

缓和经常账户的巨大赤字,必然会竞相采取货币贬值的策略以促进出口、抑

制进口,这对于德国出口制造业不啻重击,因此德国的出口制造业有强烈的

意愿维持欧元区的统一和完整。欧债危机爆发前,德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就

大量持有南欧国家的国债和私人债务,而在之后的救援政策中德国更是提

供了大量的救援资金。如果债务国破产或退出欧元区,德国的银行业将受

到剧烈的冲击。有德国学者就认为,“希腊回到以前的货币德拉克马将会减

免它原有的债务,使世界范围内的银行和企业受损———首当其冲的就是投

资于原先‘有利可图的’希腊国债的德国、美国银行机构等。希腊退出欧元

区,意味着可能出现‘雷曼兄弟破产’的翻版”①。因此,德国高端制造业和银

行业在欧债危机的救援问题上,主张对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救

① 乌尔里希·贝克:《德国的欧洲》,袁杰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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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并在欧盟层面承担大量的出资义务,以维持欧元区的团结和稳定。以垄

断资本和高端制造业企业为主体的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BDI)在援助希腊

和欧洲稳定机制问题上率先对执政联盟进行游说,要求德国对深陷债务泥

潭的欧元区国家伸出援手,然而非垄断资本、家庭企业和劳工的反对意见并

没有被采纳。①

在外来移民和难民问题上,德国的制造业也十分欢迎移民甚至是难民

的融入。由于德国的老龄化问题严重,德国人口常年处于负增长状态。据

预测,到2030年,德国的总人口将净减少500万左右,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

口将增加800万;到2050年,德国的就业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4100万降至

2600万。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而移民和难

民的进入可以很好地补充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按照工资趋同理论,当

工资较低的外国劳动力向工资较高的德国迁移时,两国的工资会发生趋同,

从而降低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德

国就业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研究显示,移民和难民进入德国虽然会对

中低技能工人造成就业冲击,但是长期来看,可以有效地弥补德国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降低工资成本、促进经济增长。②

与此同时,作为开放经济的受损者,德国的低技能工人不得不承受高失

业率和低工资。尽管根据卡尔·波兰尼 (KarlPolanyi)所描述的市场和社

会之间的“双向运动”,国家可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以换取受损者支持开放,

但当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较低时,补偿不一定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稳定收

入,因此在使劳动者支持开放经济政策上所产生的效果也较为有限。③ 德国

中央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市场上16%的职位需要学士及以上学位,64%的

工作需要至少完成学徒制学业,只有20%的工作向没有受过专业或职业训

①

②

③

AndreasKemper,“AfD,PEGIDAandtheNewRightinGermany,”inGiorgos
Charalamboused.,TheEuropeanFarRight:HistoricalandContemporaryPerspectives
(Oslo:PRIOCyprusCentre&Strasbourg:Friedrich-Ebert-Stifung,2015),p.44.

Enzo Weberand Roland Weigand,“Identifying Macroeconomic Effectsof
RefugeeMigrationtoGermany,”IAB-DiscussionPaper,No.20,2016,p.10.

周强:《补偿何时能换来对全球化的支持———嵌入式自由主义、劳动力流动性与

开放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129—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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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人开放。① 在德国,一个年轻人年满16岁进行学校教育分流之后,需要

至少3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徒制训练,而职业学校平均毕业时限则需要5
年。② 由于学徒制和职业培训一般都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的,所教授的

技能也都与从事本行业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当一名劳动者想调整自己从事

的行业、在就业市场上寻得一份新的工作时,他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

由此可见,德国的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较低,国家的补偿政策对抚平全球化

冲击造成的工资差异效果甚微。作为开放贸易的受损者,低技能工人不得

不对全球化采取反对的态度。

在欧债危机问题上,这些中下阶层民众就表达了对维持欧元区和救援

债务国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希腊通过作弊手段进入欧元区,并且为维持

高福利政策在政府和私人部门大举借贷,造成巨额财政赤字。针对普通希

腊人55岁就可以退休,而施罗德的改革将德国人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的

情况,一些德国人质问:“为什么我们要为55岁以后就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

阳的希腊人一直工作到67岁呢?”③他们将自身福利水平下降的原因归咎为

债务国的“好吃懒做”,不愿意为他国的错误买单,因此对“欧盟人”的心理归

属感下降,对德国承担欧盟各种开支的不满情绪则不断上升。

难民危机爆发后,德国国内反难民情绪激增。据统计,德国政府每年在

每位难民身上至少花费1.5万欧元,而德国长期失业者的社会救济金每月只

有404欧元。2016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中预拨了61亿欧元用于难民的安

置和融入,但实际花费高达160亿欧元,而按照德国财政部的估算,到2020
年联邦层面对难民问题的支出可能要高达930亿欧元。④ 由于语言障碍、就

①

②

③

④

DieterBraeuningerand MarcSchattenberg,“GermanLabourMarketPolicy,

MuchRemainstobeDone!”DeutscheBankResearch (Frankfurt:DeutscheBankAG,

2017),p.3.
HolgerBonin,“WageandEmploymentEffectsofImmigrationtoGermany:

EvidencefromaSkillGroupApproach,”IZADiscussionPaper,No.1875,2005,p.8.
徐弃郁:《犹豫的“领导者”———透析欧债危机中的德国》,《世界知识》2011年第

17期,第33页。
彭大伟:《德国难民问题支出至2020年预计约930亿欧元》,中国新闻网2016年

5月15日,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6-05/15/content_36058950.htm,访问时

间:2018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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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缺乏等问题,难民短期内很难融入德国的就业市场。在2015年进入

德国的100万难民中,只有8.9万人找到了工作,通过培训后能满足德国就

业要求的难民最快也需要两年才能进入就业市场。2016年只有6%的适龄

难民被雇用,而在2013年这个比例是31%。大量难民的涌入对德国的财政

系统和社会福利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产生了与德国本地居民争夺医疗、

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问题。相对于物质资本要素所有者和高技能

工人,收入水平较低且更依赖社会保障的低技能工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福利

沙文主义”(welfarechauvinism)情绪。从2015年以来德国反对难民的游行

示威和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的地理分布来看,失业率更高的东德地区对难

民的反抗更为激烈,而参与者也大多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失业者

和激进的青年学生。①

简而言之,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高端制造业和银行业要求维持欧

元区、鼓励移民融入,低技能工人反对救援债务国、抗议接受难民。作为稀

缺要素所有者,低技能工人反对默克尔政府救援债务国和接受难民的政策。

在欧债危机中,他们反对用德国人的钱为债务国买单,而难民危机则进一步

刺激了他们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导致反难民情绪高涨。

五、 德国政党体系的回应性危机

作为联结公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党对选民的利益诉求作出回应既是代

议制民主的关键所在,也是其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② 20世纪90年代以

来,德国联邦议会一直保持着基民盟/基社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绿

党和左翼党的五党模式(见图8)。但作为政治光谱上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

党和左翼党并没有积极有效地回应德国中下层劳工特别是低技能工人的诉

求,其他政党同样也没有回应这些选民的诉求。德国政党体系的回应性危

①

②

DieterRucht,“MobilizationAgainstRefugeesandAsylumSeekersinGermany:

ASocialMovementPerspective,”inSieglindeRosenbergeretal.eds.,ProtestMovements
inAsylumandDeportation (Switzerland:Springer,2018),p.232.

西蒙·伯恩斯切尔:《民主化与拉美回应性政党制度的出现》,靳呈伟译,《国外

理论动态》2012年第2期,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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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德国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光谱图

机为选择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间。

作为一个产生于工人运动的政党,德国社民党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

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长期以来,社民党

一直视自己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的代表。尽管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

德斯堡纲领》来清除意识形态的“包袱”,宣称“社民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

政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选民基础也更多地扩散到职员和公务员等新社

会中间阶层①,但总体而言它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左翼政党。20世纪末开始,

欧洲的社民党发现他们传统的选举基础———产业工人正在萎缩,这迫使他

们在选举策略中趋向政治中立以吸引更多选民。② 1998年德国大选,德国

社民党候选人施罗德(GerhardSchroede)击败了连续执政16年的科尔

(HelmutKohl)成为新一任总理。当时德国由于战后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制

度对国家财政的消耗,以及东西德统一后对东德的转移支付,正面临着经济

停滞、高赤字、高福利支出、高失业率、居民和企业赋税沉重等一系列经济社

会问题。面对以上问题,施罗德在1999年制定了“新中间派”政策,即德国版

的“第三条道路”,提出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和养老保险金改革。2002年8月,

施罗德领导下的劳动力市场现代服务委员会向联邦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劳

动力市场改革的提案,即“哈茨报告”,提出要改变对劳动力市场过多干预的

方针。2003年1月,施罗德所在的社民党主席团通过了《2003年度具体纲

领》和《威斯巴登声明》,统称“2010改革议程”,旨在改革德国的福利体系,减

①

②

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张文红译,重庆出

版社,2008年,第91—97页。

RusselDaltonand Martin Watternberg,eds.,Parties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ChangeinAdvancedIndustrialDemocracies (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2),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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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国家提供的服务。施罗德对国家福利的削减和对工人保护的削弱沉重打

击了社民党最大的支持者———蓝领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社民党与工人阶

级的关系急剧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社民党在参加工会的工人中可获得

68%的选票;到2005年,社民党只在其中获得了55%的选票,这一比例在东

德甚至低至32%。① 社民党原先希望通过“新中间派”政策吸引更多中间选

民和中产阶级的选票,但是这一部分新的支持者并不能弥补其左翼支持者

的流失。虽然此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中社民党提出了

一些提高社会福利、保护低收入者的政策,但是施罗德改革造成的社民党在

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形象恶化并没有好转。社民党支持者从1998
年的2000万下降到2009年的1000万,在2017年大选中仅有953万。对于

那些在社民党改革时期被打击的核心支持者来说,“资源并不能满足所有

人”的恐慌在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之后重新传播开来。② 即便社民党在

2017年大选时推出远离国内政治、曾经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马丁·舒尔茨

(MartinSchulz)作为总理候选人,但在上一执政周期内社民党主席加布里

尔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政策上的配合仍使不少工人迁怒社民党。

左翼党作为原先东德地区主要政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继承者,在施罗

德“新中间派”政策改革之后吸收了原社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可以说其在意

识形态上比社民党更能代表弱势的中下层劳工。但是由于左翼党成立时间

较短,且与西德的工人阶级联系不够,虽然在2005年和2009年选举中吸引

了一部分社民党流失的选票,但是这一部分选民很快在2013年和2017年大

选中又将选票改投给了选择党。而在东德地区,社民党和左翼党组成的执

政联盟并没有很好地抵制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结构性压力。面对全球化带来

的冲击,东德居民对自身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感到不满,最终在选举中将这

些不满表现为选票另投。在难民危机中,左翼党出现了强烈的党内分歧,多

位党内领袖在难民问题上表达了欢迎难民、反对右翼排外意识形态的立场,

①

②

RusselDaltonand Martin Watternberg,eds.,Parties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ChangeinAdvancedIndustrialDemocracies (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2),p.63.

JorgMichaelDostal,“TheCrisisofGermanSocialDemocracyRevisited,”The
PoliticalQuaterly,Vol.88,No.2,2017,p.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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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失去了充满危机感的下层选民的选票。2017年大选中,由于选择党

分走了左翼党在蓝领工人和失业者中的选票,左翼党在东德各州平均支持

率下降了5.1%。①

作为中间偏左政党,绿党“从学术界和技术专家中新的受教育阶层获得

了对自己各种活动的支持”②。基于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

义”转变,绿党更关注公民权利、公民社会的参与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

个人解放等非物质化的价值需求,从而吸引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学者和技术

专家等这些社会中以高技能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群体。显然,绿党不可

能为争取低技能劳动力的支持而放弃其高技能劳动力的基本盘。当默克尔

力推的欧洲稳定机制和欧洲财政契约法案遭到当时执政联盟内基社盟和自

民党反对时,正是绿党的支持才使得两项机制在联邦议会中以超过2/3多数

的赞成票通过,从而克服了救援欧债国家的国内政治阻碍。

政党体系中的中右翼政党更不可能对中下层劳工的诉求作出回应。作

为一个以天主教因素为纽带吸引广泛政治支持的政党,基民盟代表了雇主

和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利益。基民盟与雇主协会联系紧密,同时与大垄断财

团、金融集团、钢铁和化工财团关系密切。③ 基社盟作为一个地方性政党,其

价值观与基民盟相近,但主要活动范围在巴伐利亚州。基民盟和基社盟作

为有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督教姊妹党,在德国政坛上一直是保守的基督

教徒和资本家的代言人。以中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作为主要支持者的自由

民主党,核心理念是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主张改善投资环境、创造

就业机会、减少税收以促进经济增长、降低社会福利、增加市场活力。在欧

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基民盟一直主张维护开放的经济秩序,主动提出救援

邻国、吸纳难民的政策。执政联盟中基社盟虽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由于其

政治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巴伐利亚州而没有激起大的水花。自由民主党作为

①

②

③

JonathanOlsen,“TheLeftPartyinthe2017GermanFederalElection,”German
Politics,Vol.27,No.1,2018,pp.131-135.

PeterMairandRichardKatz,“Changing ModelsofPartyOrganizationand
PartyDemocracy,theEmergenceoftheCartelParty,”PartyPolitics,Vol.1,No.1,

1995,p.18.
陈志斌:《德国政体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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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右翼在野党,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中也没有及时扛起疑欧主义的

大旗、与执政党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因此对持有反全球化态度的中下阶层选

民也缺少吸引力。

可以说,正是德国政党体系在面临全球化分配不均问题时出现的回应

性危机,促使选择党在德国政坛中异军突起。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

后,那些经济上受损的低技能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认为现有的各政党均没

有回应他们的呼声,而打着强烈排外旗号的选择党则呼应了他们对全球化

冲击的恐慌与抗拒。

德国选择党在诞生之初就以退出欧元区、恢复德国马克作为其首要政

治主张。在2013年联邦议会选举时,选择党的竞选纲领反复提到“有序地解

散欧元区”、重新恢复国家的货币主权,其激进的反一体化和反救援主张吸

引了大批来自低技能工人、失业者的选票。时任选择党领导人卢克在公开

讲话中说道:“欧元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绑架了德国,使德国和债务国

一起陷入金融危机。”选举之后,德国民调网站Bundeswahlkompass对不同

政党的支持者进行了价值观调查,针对“德国应该废除欧元并恢复马克”这

一提问,半数以上选择党的选民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而近九成基民盟和自民

党的选民表示了反对;此外还有78%的选择党支持者反对“为了救援欧元,

德国有理由对债务国进行财政支持”这一说法,而其他政党的支持者中只有

不到1/4的人对此观点表示反对。①

在难 民 政 策 上,选 择 党 表 达 了 对 “为 了 德 国 福 利 系 统 的 移 民”

(immigrationintotheGermansocialsystems)的深切担忧。为了应对源源

不断进入的难民,选择党提出“只有在缴纳税收或为德国社会保障体制付出

到一定水平的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达到这一标准的人”,才能被纳入德国的

国家福利系统。与此同时,选择党通过支持和组织反难民的“Pegida”(“爱

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获得了大量极右翼分子的支持,“Pegida”

运动的一些组织者也加入选择党,进一步强化了选择党内右翼民粹主义的

① NicoleBerbuir,MarcelLewandowskyandJasminSiri,“The AfDandIts
Sympathisers:FinallyaRight-WingPopulistMovementinGermany?”GermanPolitics,

Vol.24,No.2,2015,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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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2016年1月20日,在巴符州第三大城市曼海姆的竞选集会上,

选择党的支持者直接发出了愤怒的抗议:“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局面,数

百万人朝着我们赶来,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疯狂的。”①根据德国民调网站

Infratestdimap对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选择党支持者的价值观调查,

100%的人认为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应该被更快地驱逐出境;97%的人担心

难民越来越多,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89%的人认为难民的数

量应该被永久限制;还有51%的人认为需要让难民融入德国的劳动力市场。

可以说,选择党的快速崛起反映出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德国低技能工人

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在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工人、失业者和退休人员的

比例均高于主流政党。据统计,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不同

职业人群中的支持率分别是:工人21%,雇员12%,公务员10%,个体户

12%,退休人员11%,失业者21%。② 从图9与图8相对照可以看出,选择

党在各地区的支持率与该地区的失业率大致呈正相关:在经济结构更落后、

人均收入更低、失业率更高的东德以及日渐凋敝的鲁尔区,选择党的支持率

更高;而在经济发展情况较为良好的地区,如以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为

主的西德和金融业、现代化服务业更为发达的大型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

慕尼黑、汉堡),选择党的支持率更低。

六、 结 论

盖尔森基辛市(Gelsenkirchen),一个处于德国传统煤铁工业区鲁尔区

的小城镇,揭示了全球化对德国国内政治影响的冰山一角。1840年这里第

一次发现煤矿时,还是一个只有600个居民的小村落,丰富的煤炭资源吸引

了大量来自东普鲁士和波兰的淘金者,大量的高炉、炼焦炉和钢铁厂拔地而

起,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千火之城”的名号。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石油开

始逐渐取代煤炭在工业中的地位,来自东欧的廉价煤炭进一步削减了该市

①

②

王齐龙:《佩特里:德国右翼中的孤独夺权者》,《凤凰周刊》2017年第30期,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4669,访问时间:2019年4月30日。

Infratestdimap,“SurveysontheAfD,”September24,2017,http://wahl.
tagesschau.de/wahlen/2017-09-24-BT-DE/umfrage-afd.shtml,访问时间: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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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arlC.Berning,“AlternativefürDeutschland(AfD)-GermanysNewRadicalRight-

wingPopulistParty”,ifoDICEReport,Vol.15,No.4,2017,p.17.

图9 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分布图

煤矿工业的利润,大量煤炭和钢铁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城市人口骤减了1/5。

时至今日,盖尔森基辛市的失业率仍在10%左右徘徊,是全德平均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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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该市的居民对执政

党十分不满,排外情绪严重,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中,17%的参选选民将

选票投给了打着反全球化旗号的德国选择党。①

德国选择党在这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中相当特殊。法国国民阵线、意大

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等很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拥有几十年的发

展历程,他们的议程也是“后天”转移到反全球化上来的。而德国选择党则

是一个完全“后危机时代”的政党,从诞生伊始就立场鲜明地高举反全球化

的旗帜。德国在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德国选择党通过高举反全球化

的旗帜仍能吸引众多选民的支持,就更加引人注目。自二战结束后,德国积

极融入全球市场,通过大规模出口工业制成品以维持经常账户的常年盈余,

长期保持着“出口冠军”的位置;同时德国也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以

其强劲的经济实力为欧洲政治和经济整合提供动力。德国在全球化和欧洲

一体化中的积极行动带动了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获得了欧洲地区的主导

权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但融入全球化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并不是毫无代价

的,即使是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中拥有更多比较优势,全球化对其国内不

同群体的分配效应仍然显著地表现出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裕要素的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稀缺要素

的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输家。作为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德国的工业和金融

资本(以高端制造业企业和银行业为代表)、高技能工人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他们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主张对债务国进行救援、维持欧元区的稳定,

对移民和难民也保持了开放的态度。作为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低技能工人,

尤其是那些处于进口竞争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在国际贸易中受

损。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被剥夺感在受到特殊事件的冲击后激化,由此在

政治上表现为对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移民的不满。欧债危机爆发之时,

这些在经济上受损的劳工和失业者更容易对造成危机的债务国产生抵制情

绪,拒绝用德国人的钱为其他国家的错误买单;而难民危机爆发后,出于对

就业竞争和社会福利下降的恐惧,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对难民产生了强烈

① CarlC.Berning,“AlternativefürDeutschland(AfD)-GermanysNewRadical
Right-wingPopulistParty,”ifoDICEReport,Vol.15,No.4,2017,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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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斥感。

值得关注的是,劳工作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第一轮全球化的受益

者,构成了欧洲左翼政党兴起的基础,但作为当前新一轮全球化的受损者却

促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①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党

对选民诉求的不同回应。传统左翼政党社民党的“2010改革议程”背弃了对

工人阶级的保护和补偿,原本作为其选民基础的蓝领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

与社民党渐行渐远;左翼党的全国性影响力不足,在难民危机中无视底层民

众的诉求;而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虽然在近年来提出一些中间派政策,但在

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发生时为了保护德国金融资本和制造业的利益坚定地

维护开放,这些原本属于左翼的选民在政治上便陷入了缺乏代言人的窘境。

德国选择党在两次危机之际快速地扛起疑欧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大旗,积极

地回应这些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成为他们表达政治主张的唯一通道。

因此,这一拥有鲜明反欧元、反移民、反难民倾向的极右翼政党在两次危机

后快速赢得了大量来自低技能工人和失业者的选票。

① 田野、云谱萱:《经济全球化与劳工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对19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比较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0—136
页;田野:《全球化、要素禀赋和政党重组———对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项解释》,《教学与

研究》2018年第10期,第43—54页。




